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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修、悟并重”是顾完成德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实学”思潮的理论源起，主张以程朱 

理学调和陆王心学．强调 “修”与“悟”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顾宪成在“修、悟并重”的道德修 

养论中提出的修在悟先的修身途径、修为知本的修身方式、工夫小心的修身内容，把对个人社会的 

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互促进的 目的，不仅在当时对传统儒学伦理道德体系的最 

终形成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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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文化思想之盛，犹如百Jil汇海，波涛澎湃，初期述朱，中期王学兴盛，晚期实学萌芽。儒学 

正是在斯时激荡的过程中迈过了“世俗化”的最后一步，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儒家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体 

系，如韦伯所言，儒学最终得以“理性的适应世界”。“凡人如何成圣”继而由内而外“修齐治平”成为明 

朝长达200余年的儒家道统说的主要议题。作为继阳明之后的大儒，顾宪成对王守仁“心学”及其王学 

末流在道德修养上“心意良知”之说进行了抨击与批判。顾氏以圣学为己任，借朱学调和王学之弊，提 

出“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论，开当时风气之先，推进了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 

一

、“救正”“王学末流”的重“悟”不“修”之弊 

顾宪成(1550—1612)，江苏无锡人，明代的思想家，东林党的领袖，仕途坎坷。东林书院创建于公 

元 1111年(北宋政和元年)，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弟子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顾宪成于 1604年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重建东林书院，创建东林学派，故而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王守仁(1472— 

1529)，别号阳明，学者称王守仁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阳明之学也称“王学”。而“王学”末流是指 

王阳明弟子或再传弟子之学。自王守仁去世后，王学开始分化，其门人王畿为代表的浙中学派不满诚意 

之学，曲解王学的所谓“无善无恶”心体说，主张先天正心之说，以“良知”为现成，不待修正。在王畿看 

来 ，阳明“欲正其心，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1]中的“正心”“诚意”包含趋异的两个基本向 

度，“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从意生。心本至善，动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 

自无不善，一切世情嗜欲，自无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简省力，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_2]。“诚意”是后 

天之学，而“正心”则是先天之学，功夫应该在先天心体上用。继王畿之后，其弟子周汝登(字海门)以 

[收稿日期]2016—05—13 

[作者简介]史少博(1965-)，女，山东德州人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 51· 



“学者多以为超悟”为“千圣相传”之要旨，大谈“心意知物俱无善无恶”，将王畿“重悟轻修”的思想倾向 

发展为“重悟不修”。先天正心之说虽然源于并且倡导王守仁的“心体”为“无善无恶”说，但在本体论 

上陷人了虚无之论，并且在道德修养论上陷入了只言主体排斥任何道德实践的“不学不虑”的唯心论． 

谈空说玄，几与佛禅无别。自此，王学末流沦为狂禅，对社会危害极大。l3]1 

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狂禅空谈，以李见罗为代表的止修学派对王学末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李见 

罗反思“致良知”后替之以“性”为体的“止修”之学不同，顾宪成提出“救正”与之相对。“惟是阳明以无 

善无恶为性，则亦以无善无恶为良知，此合商量处也”[4]8，顾氏认为阳明致 良知之说“用意甚佳”，空谈 

狂禅的根源并不在于心学“致良知”的“以知为体”，而在于“无善无恶”的本体论。换言之，顾宪成并不 

赞成对阳明心学的全盘否定，“朱子之格物，阳明之致知，俱可以别立宗旨；若论大学本旨尚未尽合，要 

之亦正不必尽合也” 』8。“救正”的内涵是保留“致知”的精神内核的前提下来完成对心学的改造。 

从顾宪成、高攀龙重建东林书院的意图看，他们是想继承和发扬宋儒杨时创建东林书院所倡导的传 

统，即践履崇实、重视气节和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用以改变当时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风，而代之以“经 

世致用”为主要特征的务实之学，从而达到“救世”“济民”的目的。 3_1 顾宪成也结合当时浮华不实之 

风，针对明朝末期王学末流的诸多弊端，力图纠正王学末流重“悟”不“修”之弊。 

“顾宪成之所以强调 晤’与‘行’的结合，是有其针对性的。他力图以此来 ‘救正 ’王学末流重悟不 

修之弊。他说：‘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以亲、义、序、别、 

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识者忧其然，思为救正，谆 

谆揭修之，一路指点之，良苦心矣。’(《东林会约》)”E3 3282顾宪成指出了王学末流只是重视“悟”、排斥 

“修”，故而形成了当时“亲、义、序、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的局面，从而使社会流人荒 

诞、玄虚、浮夸之风。 

顾宪成在理论上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原来合一”，批判“王学”末流的“不学不虑”。顾宪成还指出 

了王阳明是“由悟人修”，他说：“王子由悟入修⋯⋯由修人悟，善用实，其脉通于天下之至诚；由悟入修， 

善用虚，其脉通于天下之至圣。” J1 “王学”重视“悟”，认为“悟”先于“修”，“由悟入修”最终还是陷人 

空虚的唯心主义。“王学”末流更是强调“悟”排斥“修”，认为良知只需要“悟”就可以获得，例如王畿主 

张“良知原是无中生有，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自 

能收敛 ．不须更主于收敛，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当下现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后得”̈6]。顾宪成指 

出：“良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本 自现成，何用费纤毫气力。这等大话色不 自误误人，其为天下祸甚 

矣!”|7 娼顾宪成批判了王学末流的“悟”不“修”之弊，认为王学末流的“悟”不“修”是天下之祸。 

顾宪成虽然也肯定“王学”的作用与地位，正如“‘少尝受阳明先生《传习录》而悦之’，⋯⋯‘学宗程 

朱’的顾宪成，在这里非但毫不讳言幼年也学过王阳明的《传习录》，而且也很称道王阳明，并无门户之 

见。更可贵的还是在于他总结理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途径，肯定了理学各派不同观点的短长和它们应有 

的历史地位”[。] 。 

二、主张“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方式 

按照说文解字， 晤”字形声字，从心，吾声，有理解、明白之义。有醒悟、领悟、参悟、感悟、觉悟、大 

彻大悟，等等。“悟”通向“知”，“悟”就是为了“知”。按照说文解字，“修”字从乡，攸声。“修”解释为： 

纹饰。即字形采用“乡”作边旁，采用“攸”作声旁。清代段玉裁《修说文解字注》日：“此云修饰也者，合 

本义引伸义而兼举之。不去其尘垢，不可谓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谓之修。修之从乡者，洒刷之也，藻 

绘之也。修者，治也。引伸为凡治之偶。匡衡日：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我们可 

以看得出：“修”通向“行”，也可以说，在这里“修”即“行”。 

“顾宪成主张修悟相为表里，提倡‘悟 行’相结合的道德修养论。”_3J2韶正如顾宪成说：“学不重悟 

则已，如重悟．未有可以修为轻者也。何也?舍修无由悟也。学不重修则已，如重修，未有可以悟为轻者 

也。何也?舍悟无由修也。日：然则悟修双捉可乎?日：悟而不落于无，谓之修；修而不落于有，谓之 

悟 ”[8 3顾宪成认为“悟”“修”都重要，并且“悟”“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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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为入 门，悟为入室，修在悟先” 

在中国古代哲学当中，“修”和“悟”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对“修”“悟”内涵的释义和关系的相 

兼，各时代思想家均有论述。“至圣至诚，谓朱子由修人悟，王子由悟而修，川I流也，孔子之分身也”_5] ， 

对比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后，顾宪成认为两家对“修”“悟”的阐释分歧颇大，且各有所弊。“以考亭为 

宗，其弊也拘。以姚江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情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 

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l9 朱子由修人悟之弊在于舍内而逐外，最终变成一个迂腐的拘儒。王子 

由悟而修之弊在于舍本而逐末，以致背离儒道，狂禅妄作，“荡越而逸出名教”。相比之下，顾氏更推崇 

朱熹“由修入悟”的阐释，“有就用力言者，体验省察之谓也，正属修上事，乃入门第一义也，无容缓也。 

有就用力言才，融会贯通之谓也，才属悟上事，乃人室第一义也，无容急也”_7 。顾宪成把“修”看作 

“入门第一”，把 晤”看作“入室第一”，肯定了“修”的重要性，先入门，再人室。并指出朱学之弊较王学 

为少的两个依据：其一是治学的源头。“由修人悟”更接近孔孟儒学的本意，“论血脉，朱子依然孔子 

也”，只有血脉诚真，才能随之所至，得孔子之门而人。倘其不然，“则会去孔子而弥远”。其二是当世的 

治学的氛围。“当世习之浮，方以朱学可也；当世习之固，圆之以王学可也”l5”，而当世王学末流笼罩，世 

风日浮。应该举朱学以提正之。基于两点依据，顾宪成主张恢复理学“由修入悟”的方式，以朱学调和王 

学，求合孔子之道，以救时弊。 

(二)“理无内外，心理合一，修为知本” 

顾宪成对朱熹倍加推崇，主张在修身过程上恢复理学“由修人悟”，却不赞同朱熹所提“即物穷理” 

的修身方式。“格物即穷理”只有认识论没有实践义，导致流于株守章句，支离徇外，反而失去启发道德 

实践的内在力量。针对王阳明“以心格物致理”强调主观心意能动性的理解 ，顾氏指出阳明本意是好 

的，欲合心于理为一，但造成后果是“著个心字，变是认物为在彼，认理为在我，反成两件”‘9” ，割裂了物 

理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朱王修身方式类近，工夫过程之对象不同，所下之功夫相同。朱子“即物穷 

理”、王子“即事存天理”在修身过程采取方式均以“考之事为之著，察之念虑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 

讲论之际”。其说偏重以事为理，而忽视了理学穷理思想“格物理成分”的初衷。故据此他提出“理无内 

外，合心于理”的“修为知本”说。“本”指的是“知本”，进而解释道：“格物只是知本，知本只是修身，致 

知者只是知修身为本，三言一义也。” 4j7他认为《大学》中论述为学首要是知本，不是指向精致细微的格 

物，更不是致知功夫，而是指向修身。顾宪成希望读书人用功夫，必须归到学问本源出的修身之上；切不 

能因为钻研心性而人玄虚、空寂，要落实于修身。修身为本的“知本”本身涵盖了格致，“才知反求诸身， 

是真能格物者也”，“若不知修身为本，格尽天下之物也没相干”。无论是“物理”、“天理”还是“心”和由 

心所发的“意”，都指向修身知本。因此顾宪成主张“若是以修身为本”，则“理又何内外”，“合心与理为 
一

”

。 “修为知本”是顾宪成在对斯时争权夺利、虚伪谋诈的政治时局和虚冥明觉、空谈说禅的学术风气 

反驳中总结出来的。他将格致归于修身，强调理无内外，心理合一，旨在重塑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精神； 

以修为知本，则是希望将躬行实践由一己推与世道，使心性之学对社会国家有所增益。 

(三)“体性兼顾，好学性善，小心工夫” 

《礼记 ·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的意 

思是修言行，修以致、诚为前提。然王学末流将致、诚作为修身的内容，致重良知心体之虚灵境界，重本 

体而轻工夫。顾宪成认为救正王学末流必须改变重性轻体的修身倾向，而重操持涵养之实践工夫，体性 

兼顾。顾宪成以“性善”是修身之说的起点，“善为性之本色”，若要“扬善抑恶”，顺本心而行 ，则需以学 

为归，求之于师。“孔子所以有功于天下万世，是提出一个学字，之所以开明这学，是点出一个好字；孟 

子之所以有功于天下万世，是提出一个性字，之所以开明这性 ，是点出一个善字”r1 。顾宪成借此点出了 

修身的关键在于“好学性善”，隐含了其“人人皆可为圣贤”的主张。儒学自程朱陆王之后。已经成为凡 

人不可触碰的“希圣之学”，王学末流对心性的恣肆，更是堕于狂禅不可 自拔。顾氏主张由学可从下学 

之修境达上学浑然天理之证境，“虽愚者可进明，柔者可进而强，但一念克奋，自途人而上，个个做得圣 

人”_1 ，将儒学从虚无彼岸世界拉回世俗的此岸世界，为世人修身指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善为性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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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恶为性之本无，只要通过“好学”，人人皆可为圣贤。以此发源，导出“学”的具体内容——“小心工 

夫”。顾宪成取“小心”二字为修养的法则，进而解释“小心”释义为“学之为言效也”，在学上能为善是 

从，广取多师；在矩上能惟理是据，行事合谊。“圣人之言高于天，平于地，其间种种具备，处处圆通⋯⋯ 

若执一说以格诸说，则固而已矣。”顾宪成认为只要以“小心”为法，则在道德修养上可不受格式限制，随 

时随地皆可做工夫。 

顾宪成虽然重视“修”，但也没有忽视“悟”，因为如果只是入门不入室，也就失去了深刻的意义。由 

“人门”到“入室”，即肯定了“修”的重要性，也肯定了“悟”的作用，在这里，顾宪成也强调了“修”与 

“悟”二者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悟”以“修”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修”，则 晤”成为无源之水。如 

果只“修”不“悟”，则也不会真正“悟” 

针对王学“求诸心而得”的观点，顾宪成认为：“《大学》言致知，文成恐人认识为知，便走人支离去。 

故就中间点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将这个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虚去。故就上面点出一致 

字。其意最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贼也，奈何归罪於良知?”[7J2’ 顾宪成提倡读书尊经，而 

“书”“经”都是“经验”之谈，其知识也是来源于实践经验，而反对王学末流的只是求知于心，顾宪成说： 

“学者试能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就月将，循循不 已。 

⋯ ⋯ 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则日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 
一 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然则承学将安所持，循乎异端曲说，纷纷藉藉，将安所 

折衷乎?”[5]2。 顾宪成认为王学“求诸心”容易流于空谈、荒诞，主张加强“修”“悟”结合，遵循“修、悟并 

重”的道德修养方式。 

三、“修、悟并重"道德修养论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梳理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的脉络。儒家在构思其学说体系时带有强烈泛人格化的取向，预设了一个固 

定形式的存在本体。“内圣外王”一词出自于《庄子》，却由儒家填充伦理纲常内容后加以改造，随之变 

成儒家理想人格范式，并围绕“圣人”建构了一套由内而外的连续统一的道德伦理体系。从《论语》中 

“三畏”“三戒”“九思”到《春秋繁露》中的“义利”，最终在朱熹那里汇合成“天理人欲”。这种至善至美 

的理想人格难以操作，即使是立志做“圣人”的士大夫阶层，在儒家道德伦理的支配下，也会陷人这样一 

种两难境地：做君子不可实现，做局部君子又在信与义、情与理等方面自相矛盾，价值层面与现实层面脱 

节。不可否认，儒家伦理道德在经程朱、陆王解构后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道德正统的至上性，但也激化 

了认知和实存的矛盾，内圣道德和外王人世的对立愈发不可调和。王学由此分化，为追求成为“圣贤”， 

王学末流将“内圣道德”视为教义中的超 自然的境界，主张出世 ，堕入空说谈玄。在面对王学末流空谈 

成性、扰乱世风的局面下，顾宪成针对王学之流弊，以朱学调和王学，提出“工夫小心”新的内容，并将其 

赋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时代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世风而下的局面。 

由于理想人格的普遍主义的预设，儒家在道德实践方式上主张由内向外。正如余英时所说，“仁” 

是一个道德观念，其根据在心性论，这是内在超越的取向。由内而外的普遍性来 自于人的修养或自觉， 

非常强调人的内心体验。这种普遍性的理想人格实现与否和道德内化、尽之心性有直接关系，所以它的 
一 个必然结果是重视体悟、境界，忽视实践、经验。理学、心学所推崇的“重悟轻修”的方式缺乏操作程 

序和客观标准导致修身没有可行的履践路径。原本的道德之礼变成了客套之礼，儒家伦理道德陷入了 

形式主义的窠臼。基于此，顾宪成提出“修在悟先”，他“反对佛禅只讲个人宗教修养的出世原则，反对 

王学末流空谈玄虚而不务社会实践的浮华学风，以捍卫儒家的治世、救世、致用的原则。概括地说，修养 

就是为了治世、救世。这是顾(顾宪成)、高(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的根本特点。正如顾宪成所说 ： 

‘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这就打破了朱学末流和王学末流脱离社会实际和言 

而无物的不良习气．从而引导人们转向以崇尚‘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的实学”~31132-133。“贵实行”，既 

要重视“悟”，更要重视“修”，反对言行不一的空谈，反对只“悟”不“修”而脱离实际。顾宪成反对“不学 

不虑”的“良知良能”。要有“好古敏求”的勤奋精神，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知性阶段，有 

所“悟”．然后用所“悟”之理论再指导“修”，落实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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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现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修、悟并重”其内核“修先”“知本”“小 

心”对当下道德建设和人格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修在悟先”启示我们重视德育教育途径的“实 

践性”。道德理念必须落实到实践中去。正确的道德理念来源于实践，这些实践有可能是直接实践经 

验，也有可能是书籍中记录的间接经验，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达到“悟”，总结出适合当今社 

会发展的道德规范，然后是人们遵循道德规范，践行道德规范，而达到维持社会的和谐、维持人类社会的 

良好秩序。其次，“修身之本”启示我们重视德育教育主体的“自律性”。在当代道德建设中，我们应该 

大力倡导道德建设主体的自律性。德育教育归根到底要落脚于组成社会的一个个微观的人。只有从个 

人做起 ，从现在做起，才能扭转社会风气，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诚然舆论监督、道德教 

化、法律规范等外在的“他律”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但“自律”才是结果和目的。就此而言，顾宪成“理无 

内外．心理合一，修身知本”的德育观恰恰看到了根本。再次，“工夫小心”启示我们重视德育教育内容 

的“时效性”。德育内容是德育教育的重中之重，从“二十四孝”到“弟子规”再至“八荣八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德育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其内涵与内容。当代德育教育的首要任务是 

厘清多元的价值观念，结合时代精神，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引导人们将外在道德规范内化 

为自我满足、自我完善的需求。与时俱进 ，不断推陈出新，保持德育内容的“时效性”。 

我们也应看到，顾宪成“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论是建立在传统儒家“恪守封建伦常”的基础之上， 

并未突破儒家“诚意”修身内核，力图将儒家道德体系之中的“有余”或“不足”之处，以更具实践性和时 

代性的封建道德规范来“矫之”。这种矫正过分强调道德主体的“自律”，纵观顾宪成道德伦理思想脉 

络，其对于朱子“天理之说”不以为然，却对孟子“修性之说”十分推崇。“修身知本”的主旨是强调个体 

在道德教育中的“能动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他律”，如西方道德体系和法律观念 

中由外向内的“集体制约”的共识抑或客观的律令在其道德伦理观中半丝半缕。但以此而论，和晚明黄 

宗羲、顾炎武的实学萌芽中的“天下观”相比，则追驷不及。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著名演讲中指 

出：“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 

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_1 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 

思想的研究中，不能割裂思想发展的脉络，单纯以静止客观的对象来解构，应在线性、变迁中做出总结和 

归纳。顾宪成“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论 ，前继陆王心学，后启黄顾实学，是儒学发展承前启后的一个 

转折点。诚然，顾宪成的道德伦理思想在传统思想史中不过沧海一粟，谈不上光辉。但承前启后的时代 

特征更凸显出其研究的价值。其在道德修养论中提出的修在悟先的修身途径，修为知本的修身方式，工 

夫小心的修身内容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不 

仅在当时对传统儒学伦理道德体系的最终形成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巨大 

的现实价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对于顾宪成“修、悟并重”的道德 

修养论应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将其积极的部分应用于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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